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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商业发展很早，还是世界上最早使

用货币的国家之一，期间不乏高度繁荣的发展时

期，但中国并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产生

西方式的工业革命。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出现新

动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绽露新曙光之际，仍然有人在思想上存

在着一些错误的认识，迷恋西方的物质文明，盲信

西方的自由平等。那么，如何认识中西方历史上走

过的路？中国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该如何定义商品经济？本文试图结合这些问

题，从对比的角度，挖掘和分析中西方（主要是中国

和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及其深层原因，

说明商品经济的两面性及其管理的必要性，进而提

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之路，为实现包括中国在内的

各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一、历史上中西方商品经济发展的路径比较

商品交换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而商品经济作为一种为交换而生产的经济形态，更

是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

从历史上看，中国实行了一种看似矛盾实则必然的

经济形式：商品交换出现很早但商品经济形成很

晚、个人（家庭）间的商品交换非常偶然但社会总的

商品交换规模很大、官府几乎都是非生产性消费但

同时又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行限制。这一自然经

济与商业贸易并存的特点成为中国有别于西方纯

粹商业化的独特的经济发展之路。

1.历史上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在商朝时已经

中西方商品经济发展路径的比较及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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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了很大的疆域。虽然在之后的各个时期由于

诸侯割据或其他原因，疆域面积时大时小，但稳定

而统一的政治一直未变。特别是秦朝时统一了文

字、度量衡和货币，更大大便利了交换。政治的相

对稳定和国家管理的相对统一，在为经济发展提供

良好的环境的同时，也为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和

贯彻统治者的思想打下了基础。中国商品经济的

产生和发展就带有这种明显的中国特色。

根据记载和考证，中国历史上的商业大体上分

为三类：一类是盐铁和奢侈品交易。这类商品交易

从产品的生产、运输到交易、消费都主要被官府所

控制，特别是奢侈品，主要供官府和小部分富家消

费，不会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商品经济形态。第二类

是手工业品交易。交易的手工业品既有供民间生

活和生产所需的普通用品，也有供官府享受和军队

所需的专用物资。虽然这类交易的规模比较大，但

除部分被官营外，大部分是分散和零星交易，不足

以形成独立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第三类是

农副产品交易。这应该是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

与民众生产和生活相关度最高的商品交易，但这类

交易的主要目的是调剂余缺，为买而卖，不同于商

品经济形态中的为卖而买、贱买贵卖。由此可以看

出，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商品交换很早，但除官

有、官营、官控的小部分商品生产和交换外，与社会

生产密切相关的大部分商品生产和交换仍然处于

偶然阶段，并没有、也不会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商品

经济。

从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及特点来看。中国封

建社会有两个基本的经济单位，这就是地主和农

民。一家一户的农民把农业与手工业紧密地结合

起来，“以耕助织”的生产形式一直延续；地主阶级

虽然从农民那里剥削产品，但剥削来的产品也主要

是用于自身消费，对外出售和交换的部分所占比例

不大，而且出售和交换也不以财富积累为目的。这

就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个人偶然但集体必然

的商品贸易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在大多数情况

下，农户出售和交换商品是为买而卖，即为了需要

（满足消费）而不得不出售自己的产品。甚至农户

发展手工业的原因也是如此：因为需要铁制农具、

木制家具、棉织衣服，所以在农忙之余学会了铁匠、

木匠、纺纱织布做衣服等。当然，在这些商品交换

中，也有一类是为了获利而出售的，如食盐，但这是

由官方垄断的，并不会对自然经济产生冲击。由

此，由于农民数量多，是市场的主体，因而无论何种

商品交换，都不足以对自然经济产生致命性冲击。

即使是手工业生产者，虽然其已经带有商品生产的

成分，但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下，他们的主要目的也

是解决基本的生活，获取利润的动机并不强烈。此

外，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就是官府及其附

属机构，如军队、监狱等。从社会生产过程来看，这

几乎是一个纯消费的群体，同时又是利用国家政权

收取租税、盘剥农民的群体。但实际上，他们搜刮、

盘剥来的财富除部分用于军队外，大部分也用于消

费。虽然有官营的工商业，其规模相对来说也比较

大，但他们相对独立，既没有成为占绝对比重的经

济成分，也不会对占绝对地位的小农经济产生

冲击。

有人认为，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不发达，或者

说没有发展起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其

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的抑制。其实，“抑制”一词并不

准确，“限制”规范”可能比较恰当。从现实来看，中

国一直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

确实与历代统治者所采取的限制和规范措施密不

可分。不过，对商品交换的限制和规范并不是从来

就有的，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问题

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的认识进步到一定水平的产

物。在中国历史上，早期的统治者并不歧视商业，

而且还采取措施支持商业发展。如一批治国大夫

都出身于商贾大户，并在执政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

于商业发展的措施。

现实中真正开始限制商业发展并提出相关的

规范政策是战国时期的李悝，但这也不能说是其一

时兴起，更不能简单认为这是错误的决策。实际

上，由于当时商业过度繁荣，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

数富商和贵族手里，而其他行业发展极度萧条，再

加上诸侯纷争，为了实现国富民强，作为魏文侯和

魏武侯宰相的李悝才率先提出“尽地力之教”，认为

田地的收成和为此付出的劳动成正比，“治田勤谨

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不仅如此，李悝看

到商人贱买贵卖农民的余粮，遇到灾荒之年粮价上

涨，丰收之年粮价下跌，虽然谷贱则伤农，但谷贵则

对士民工商也不利，于是提出实行“平籴法”，这样

不管丰年还是歉收之年都能保持粮价平稳，既保护

了农民利益，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兼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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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民工商的利益。由此可见，李悝的观点和政策重

点不在抑制商业，而是规范商业发展。

真正从理论上阐述规范商业发展的是战国末

期的荀子。荀子不仅充分肯定了商业在不同地区

和不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有无的作用，而且提出了

管理商业的具体方法。他指出，要“使宾旅安而货

财通”，反对“苟关市之征以难其事”，要“关市几而

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即要监督和管理各类商品

的价格，不使投机商贩有机可乘，对囤积居奇，哄抬

物价，以致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正常运转者，

要给予惩罚。

荀子作为大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的影响是

巨大而深远的，为历朝历代所接受，从此中国形成

了限制和规范商业发展的思想和一系列政策措施，

如西汉时期对工商业限制的“算缗”“告缗”，北魏至

唐朝的“均田制”，唐以后官营手工业的大规模发展

与垄断，元朝对工商业的掠夺，明朝垄断矿山经营

和限制民间海外贸易，清朝“海禁”等。

正是由于官府的一系列措施，在规范商业发展

的同时也限制了贫富分化的程度和速度，也因此把

资本主义经济消灭在了萌芽状态。中国历史上虽

有土地兼并和剥夺，但不仅没有出现西方的“羊吃

人”运动，也没有发生侵外、特别是以掠夺农奴和财

富为目的的侵略，更没有出现过“殖民”运动，因此，

既未形成由土地集中造成的资本主义的大土地经

营者资本家和大量的脱离了土地的所谓“自由民”，

也没有形成大量外来的奴隶充当苦力，土生土长的

自耕农和佃农始终是土地的主要经营者。

2.历史上西方的经济发展路径

与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虽然西方国家也曾经

历过自然经济阶段，但这一阶段持续时间很短，西

方国家走出的是一条自发而野蛮的纯粹商业化之

路。这条道路在理论上从最初对所谓的“经济”实

则是家庭财富增加的探索开始，到最后成为各种各

样的探讨国家、公司、个人（家庭）如何发财的“经济

学说”，在现实中则是从家庭（庄园）如何管理和实

现物质财富增加开始，其间虽然也经历了初期的重

农贬商，但物质利益的驱动使之很快发展到商业至

上（重商主义）的国家主义。虽然随着重农学派的

出现和商品经济形态的确立，新兴的资产阶级“剽

窃”东方文化，标榜个人自由、市场竞争和平等博

爱，但实际上他们无不利用“国家”的“合法”干预和

支持，对内圈地掠夺，对外侵略扩张，其目的也都是

增加资产阶级的财富。

公元 14世纪，西欧各国商品经济活跃，诱发了

封建贵族对商品交换媒介—金银—的渴求。对金

钱和利润的追求成为商业活动的原动力，这种商业

冲动有别于满足基本需求的互通有无的简单交换，

商业出现革命性的变化，这带动欧洲社会经济生活

方式的巨变。

商业发展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重要原

因。在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占统治地位时，以其为

基础的欧洲分封制度是稳固的，但在城市和工商业

发展造成庄园经济解体后，封建割据分裂状态就成

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了。市场秩序的建立和维

护、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是贸易顺利进行的重要保

证，这种保障一般由政治单位提供，因此而支出的

费用是贸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贸易规模

不断扩大，贸易范围超过了传统社会中基本的政治

经济组织—庄园的管辖范围。贸易的发展要求政

治单位在更大的地区规定、保护和实施所有权。商

人的活动要求提供更大范围的保护，国王和贵族面

对巨额的商业利益，也意识到更大规模的组织可以

获得更多的收入。由此，传统的政治单位面临着抉

择：或者是将他们各自分割的特权扩大到相邻的庄

园，和其他庄园联合行使这一权利，打破封闭的庄园

对市场的分割；或者是放弃他们传统的政治特权，拱

手让给其他竞争者。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不

断发展的贸易使市场联合成一个整体，分割的特权

越来越需要改进，市场希望成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

政治单位，实现规模优化。在这种不可避免的战争、

阴谋和动荡中，各国国王与城市结成同盟，削弱封建

主的实力，消除分裂，实现政治、经济、军事的集中

统一，陆续建立起中央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

商业发展是圈地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为了

实现追求财富的目标，新兴的商业资本家利用国家

政权“合法”地改变着社会的生产关系。在自然经

济条件下，要达到市场的深度开拓就必须使千千万

万的小生产者都变成仰求于市场的消费者，小生产

者必须与生产资料分离。为了完成这个根本性转

变，同时也为了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西方的资本

主义发展是以血与火的剥夺方式实现的。近代农

业制度变革最早从荷兰开始，但真正的农业制度革

命发生在英国：不论是把圈起来的地变为牧场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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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都意味着把中世纪农民分散耕种的小块土地

集中起来，形成大片土地。土地的所有权重新被界

定，原先按照习惯法世袭拥有份地的佃农彻底丧失

了对土地的支配权，而地主实际上成为这些大地产

的主人。英国的圈地运动意味着资本主义从其产

生开始就是建立在血腥的剥夺基础上的。

发展商业，攫取物质财富，也是西方国家对外

扩张和新航路开辟的根本原因。早在公元前 6 世

纪—公元 1世纪中叶的古罗马共和时期，罗马人就

实行对外扩张，逐渐形成了横跨欧亚非的强大国

家。对外扩张发展使罗马商业十分发达，各种奢侈

品源源不断从各地输入，军事征服使贵族获得大量

土地和大批奴隶。公元前 3世纪以后，使用奴隶的

庄园普遍建立起来，并不断排挤小农经济。农民破

产后沦为农业雇工，或转为手工业，大部分则成为

城市游民。公元 1—2世纪罗马帝国奴隶制达到鼎

盛，2世纪以后罗马对外扩张达到极限，奴隶来源逐

渐枯竭，奴隶制庄园开始难以为继。14世纪之后，

西欧国家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诱发的封建贵族对

贵金属的渴求成为西欧国家开辟新航路的原始动

因，新航路的开辟不仅标志着西欧国家对外扩张达

到新的高潮，更预示着商业成为战争的主要原因。

在重商主义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世界财富的总

量是既定的，国际市场是有限的，贸易就是常年的

战争，谁在贸易中占据垄断地位，谁就可以充当战

争与和平的裁判者。

二、中西方商品经济路径的基础比较

中国和西欧国家都曾经对发展商品经济出现

过异议，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异议转化为了政策，为

历朝历代所采用，成为限制和规范商品经济发展的

理论依据，而西欧的异议则是昙花一现，很快被商

品经济的大潮所淹没，化为由“血和肮脏的东西”组

成的洪流中曾经有过的一股青烟，西欧国家很快走

上了发展商品经济之路，并成就了从大英帝国到超

级美国三百余年的辉煌。

1.不同的思想基础

中国很早就建立了统一的、人口众多且疆域广

阔的国家，并基于国家管理而形成了独特的圣人学

说——儒道思想。虽然在其后的社会发展演变和

朝代变更过程中，统治者“为我所用”地对这些思想

进行取舍和修正，但以其为基础形成的中国传统文

化及其精髓一直未变。

在儒家看来，人生的目的不为利，国家的目的

也不为利。《大学》上讲，人生的过程在学习（修道），

人生的目的在“止于至善”，而要达到“至善”，就要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得众则得

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

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

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

财散则民聚。”“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

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家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也。”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根本区别，是中国

“经世济民”的经济学与西方“家庭理财”的经济学

之根本区别，也是决定中国发展道路与西方发展道

路之不同的根源。

从现实来看，中国社会各生产主体践行着“知

足常乐”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思想准则。如

中国最早的商业资本家范蠡因“欠受尊名，……乃归

相印”而弃官经商，“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坚持

薄利多销，“侯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孔子的门徒子

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一生都和商业分不开。司

马迁在《史记》中为子贡列传，“结驷连骑，束帛之币

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与中国文化倡导的观念大相径庭，西欧国家崇

尚的是重商主义文化，践行的是物质至上和唯利是

图的哲学观念。重商主义最初是作为国家政策出

现的，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实践的需

要，一些人试图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和阐述，从而形

成了重商主义学说。重商主义认为，金银也即货币

是财富的主要或唯一形态，国家一切经济活动的目

的都是为了获取金银。财富的源泉有两个：一是金

银矿的开采；二是发展对外贸易。由于开采金银矿

有条件限制，没有金银矿的国家或地区无法以开矿

方式获取财富，因此，获取财富的最主要方式是发

展对外贸易。通过对外贸易的方式，一国可以迅速

地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财富。

2.不同的制度基础

应该说，大多数国家都是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

发展商品经济的。不过，自然经济在各国的制度基

础不同，由此也决定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式不同。

中国是从“公天下”转向“家天下”后的自然经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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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交换自然而然受到了“家”的

控制和干预；而西方则是从“公天下”转向了“私天

下”的自然经济，其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交换由分

散的个体庄园决定，而庄园内严格的等级区分决定

了财富增值成为其唯一目的，其所谓的“经济思想”

自然就不比中国的“天下观”，而成为家庭的财富

观，其所从事的经济活动自然就失去了“义”的约

束，而成为“利”的奴隶。

中国很早就是大一统的国家。这种“大一统”

的显著特点被称为“家天下”，也就是说，在从原始

的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是从“公天

下”转变成了“家天下”，帝王把国家政权据为己有，

把国家财产当成了一家私产，世代相袭。到了西周

时期，进一步提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滨，莫非王臣”的口号，把天下的土地、臣民都当成

君王一家的私产。这种“家天下”一直延续，即使到

了封建社会也没有改变。在这样一种制度下，虽然

有君臣、上下的等级之分，特别是有的统治者把奴

隶或农奴看成“会说话的工具”，但总体来看，所谓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鱼儿离不开水”，统治者把自

己比作舟船和鱼，把百姓比作水，反映出统治者与

被统治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必然。由此所决定，中国

的思想家都是以“人”为基础、以国家（治国）为目

标，因此，中国的经济学是关于“经世济民”的学说。

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欧国家在从原始的公有制

向私有制过渡的过程中，形成了按氏族或部落划分

而成的一个个独立的单位—庄园。从公元 5 世纪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 15 世纪（1500 年）的

1000年间，是西欧封建社会形成、发展和繁荣的时

期，史称“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就是在罗马帝国

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奴隶社会内部开始产生

封建的生产关系，由于日耳曼人对罗马的征服而加

速发展起来。大约经历了 400 年的时间，到公元

9—10世纪，最终形成了以封建庄园为典型形态的

西欧封建制度。在一个国家里，虽然皇帝、国王、公

爵等为最高领主，其他大贵族以向其宣誓效忠来换

取封地——采邑，从而成为最高领主的附庸——附

属领主，但这些附属领主各自不仅可以拥有从属于

自己的附庸和封土内的土地所有权，而且在王权衰

落后又逐步取得了王权在地方的权力并将其转化

为同封土一并世袭的私人权利，其中包括行政、司

法、税收、铸币等权力。如此便构成了西欧完整的

封建等级体系。这样一个等级体系可以包括多个

层次，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由三个自由民阶层组成，

最高等级是执政的哲学家，中间等级是战士，最低

等级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但在柏拉图的理想

国中，不仅奴隶不属于上述三个等级，即奴隶不是

国家的公民，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且第三个等级

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也没有思考和参与政治的

能力，只能专门从事经济活动，为其他阶级提供生

活资料。

由此可以看出，欧洲的庄园不仅是一个经济实

体，也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作为这样一个无论从人

口还是从地理范围来讲都是非常小的实体单位，再

加上其界限分明的阶层划分，政治的合理性“毋庸

置疑”，庄园主的地位无人可撼，精神需求也只是庄

园主自己的事情，庄园的基本问题就只有产出——

物质产出了。因为奴隶也好，农奴也罢，都是以“会

说话的工具”而存在的，他们“没有”精神需求，唯有

“砖瓦精神”。因此，西方的“经济（学）”源于家庭

（庄园），施于家庭（庄园），专于物产。到了凯恩斯

时期，虽然出现了“国家”，因而出现了国家管理的

需要，但由于路径依赖，他们仍然是用家庭（庄园）

管理的微观眼光和视角来看国家、看宏观。正是由

此所决定，西欧的思想家以庄园（资本家）为基础、

以领主（资本家阶层）发家致富为目标。他们对国

家的关心是出于利用国家服务自己的目的，而不同

于中国“有国才有家”的理念。因此，西方的经济学

是关于资本家物质“财富增长”的学说。

3.不同的生产关系

中国在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家天下。既然天下

一家，就应不分彼此，也就不需要通过等价交换来

互通有无。事实上，在最高统治者与地主、地主与

农民之间存在的是进贡与接贡、交租与收租的关

系，而非商品交换关系。但是，由于有消费的不足，

特别是一些刚性消费品如食盐等，这就出现了为买

而卖的商品交易。而且，与西欧封建庄园不同，中

国封建庄园主要是地主式经济，而不是领主式经

济。中国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相分离，

没有西欧领主在庄园内的行政、司法等特权，中国

庄园多搞代役租，佃户和租户也没有西欧那样强的

人身依附关系。这种相对自由的身份使偶然的商

品交换成为可能。同时，由于家庭农业同家庭手工

业、饲养业结合形成的独立的生产和消费单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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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农奴家庭一年之中要从事与生活需要相关的各

项生产活动，如种植、饲养、采桑、纺织、缝衣甚至打

制农具。这种农工结合、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的特

点使得除生活必需的食盐、医药等物品需要通过交

换获得外，其他几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由于有着

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也就有着规模庞大的交换

需求，这就形成了个人偶然且数量有限与社会必然

且规模庞大的商品交换。

西欧实行的是私天下，基本的经济单位和主体

是庄园，国家只是由数量众多且彼此独立的庄园主

通过契约组成的联盟。各庄园内部等级分明，如

《查理大帝庄园敕令》规定了庄园的封建等级和管

理，以及所有权与统治权合一的特性。在庄园中，

总负责的管理人是管家，协助管家的有称作侍从的

庄头、马夫、收税员，有称为执事人员的看林人、守

库人等。庄园劳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超经济强制

力，庄园领主既是庄园的所有者，又是政治上的统

治者。庄园的多数居民是农奴，他们被束缚在土地

上，未经领主许可不得离开。这就形成了庄园内严

重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有着多个独立的庄园，彼

此之间的交换就成为可能。而交换的结果必然是

多胜劣汰，而为了保持多胜而避免劣汰，对内强化

剥削、对外扩张掠夺就成为现实。

三、商品经济的两面性与不同路径前景分析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西方商品经济发展

路径之不同，是由不同的思想基础（认识）以及与这

种认识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上层建

筑）所决定的，换句话说，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按照马克思

的观点，在这一矛盾运动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

产力。而生产力是认识自然（也包括人类自身、人类

社会）、利用自然的能力。在这里，恰恰是由于对商

品经济两面性的认识不同，决定了中西方采取了不

同的管理方式，成就了中西方不同的发展路径。

当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路径不同，而在于路

径结果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对结果的判断就又

成为了关键。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的圣人

就提出了“施诸己而不愿，勿施于人”。经过了两千

多年的实践和反省，特别是经过了野蛮和杀戮，直

到1987年，担任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主席

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才认识到“我们共同的未

来”，提出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并

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

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

即便如此，这一定义直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

大会上才取得共识。

实际上，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

是时间上的可持续，也包括空间概念，即空间上的

可持续。所谓时间上的可持续，就是实现过去、现

在、未来的可持续，即过去的所作所为不影响现在

和未来，特别是现在的所作所为不能影响未来。所

谓空间上的可持续，就是实现我、你、他的共赢，也

就是实现三赢。

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再来评判中西方商品

经济的功过是非。不可否认，商品经济是社会生产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但同样我们也必须承认的是，就像人有善恶两面一

样，商品经济也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人需要通

过教育和法治而抑恶扬善，商品经济也需要通过政

策措施而进行规范。

关于商品经济的消极方面，西方早期的思想家

早有发现和提醒。如柏拉图认为，在雅典的民主制

下，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引起了阶级分化，造成了贫

穷、腐化、堕落和不安定，所以，财富与贫穷是社会

上的两大罪恶，财富是奢侈放纵的父母，贫穷是卑

鄙龌龊的双亲。这种由富人和穷人组成的国家永

无太平之日。

正是由于看到了这种缺陷，中国的古圣先贤和

统治者们提出并实施了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系

列思想和举措，这些思想和举措也是“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这

些思想和举措在被历代统治者所利用，成为维护其

统治工具的同时，客观上影响甚至限制了经济的发

展，但这既不意味着古圣先贤不懂商品经济的积极

之处，也不意味着商品经济一无是处，更不是说古

圣先贤要全盘否定商品经济。

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与消

极作用同时存在，积极之处不加控制就会变成消

极：商品经济一旦无限度地发展起来，就像水银泻

地无孔不入，把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打上商品的烙

印，标上价值的尺码，从而在出现货币拜物教的基

础上，不仅使货币转化为资本，也使人失去了“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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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的心态和状态，成为了货币和资本的奴隶，成

为经济动物。西方早期的商品生产者虽然不一定

看到商品经济的优势，但肯定看到了自身的优势，

即掌握和拥有资源，从而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顺

势而为”“自由发展”，客观上发挥了商品经济调动

包括人在内的资源的积极作用；而中国则是真正看

到了商品经济“恶”的一面，通过“克己复礼”，在规

范和引导人性、限制人性恶的一面发挥作用的同

时，规范和引导经济向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小农经济具有规模狭小、

经营分散、经营方式保守、生产条件简陋、无力扩大

再生产以及排斥进步因素、抗灾能力弱等缺点。这

种评价可能反映了一定的现实，但未必是正确的。

一是，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形成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生

产，能不能不形成？这一问题历史已作了最好的回

答，显然是不能用西方经济学惯用的“假设”或现在

的思维来臆测和判断的。二是，小农生产就不能通

过协作而扩大规模？中国文化中并不缺乏协作的

内容，小农之间的协作事实上也并不少，只不过是

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大农场，这是中国“人本”文化

区别于西方“物本”文化的结果。三是，一个国家或

社会是否可能只存在“大农场”？与此相关联，小农

之“小”可否类同于现代的小企业？社会是否可能

只存在大企业？这显然也无须回答。

当然，必须明确，我们这里并不是为自然经济

辩护，而是要为管理商品经济作证。自然经济作为

一种存续了两千多年的经济形式，早已翻过自己光

辉的一页，剩下的就是任人评说。而中国发展商品

经济显然需要管理，否则就会重走资本主义的老

路，重犯资本主义的错误。

四、中国商品经济的出路选择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提供了表面上看来平等的

机会，但并没有提供平等发展的实质性条件；中国

过去的“家天下”表面上亲似一家，实则亲疏远近相

差万里。当代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私天下”

和封建社会“家天下”的否定，完全有可能实现真正

的、更高层次的“公天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中国对“公天下”的经济社

会发展方式的高度概括，是“以人为本”思想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具体诠释。因此，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之路就概括为以人为本、

积极创新、共享共赢。

1.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说商品交换是

一次“惊险的跳跃”，不仅反映了商品交换的严酷，

更提醒了我们商品生产的本质——只有为更多的

人服务，只有满足更多人的需要，商品交换和生产

才能成功。

以人为本，首先意味着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二

者的统一构成以人为本的完整内容。同时，由于人

类生活的世界是由自然、人、社会三个部分构成的

有机统一体，人不仅不能离开自然和社会而存在，

而且必须以自然和社会为条件，因此，以人为本从

根本上说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总体性和谐发展。因此，我们所说的

“以人为本”，既不是以哪一部分人为本，也不是简

单地把人看成世界的主宰，而是把人类看成一个整

体，同时把人类这一整体放在自然界之中，实现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

2.积极创新

抓创新首先要抓教育。因为所有的创新归根

结底是人的“创新”，是人的变化——人的进步和人

的能力提高。由于人不可能事事都经过实践，人们

在直接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增长才能、提高认识水平

会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在现代社会，人的能力的提

高更多地是通过接受间接经验，即接受教育而取得

的，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

抓创新要注意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因

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关系，本来就是人类的两面，本来就是互为条件，离

开任何一个方面，或者说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

造成科学的畸形发展，而畸形发展的科学显然就不

再是真正的科学，不再是为人类共同利益服务的科

学。西方把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当成了战争的工

具就是很好的证明。

抓创新特别要注意抓体制机制创新，要调整一

切不适应创新、不利于创新的生产关系和规章制

度，最大限度地释放创新活力。

3.共享共赢

中华文化是“大”文化，“大”的具体体现就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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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华文化是“德”文化，所谓

“施人为功、归己为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

所而众星拱之”；中华文化是“和”文化，《国语·郑

语》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

弃矣”，此即阴阳和合而生万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在

刺激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其中就包括结构不平衡问题，如居民收入的行业、

地区、城乡、贫富差距，垄断企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的

差距，企业收入分配的大股东与小股民、高管与职

工的差距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是新时代中国

经济发展的机遇，也是中国实现国内协调和共享、

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保障。

国际共享既是中国文化“平天下”“济天下”的

体现，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成为

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重要条

件和驱动力。实现国际共享，就要注意学会宣传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一要善于学

习，真正了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不能道听途说，不

能人云亦云，不能想当然。二要注意把文化与个

人、把中华文化与封建统治区别开来。文化是人类

智慧的结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

奋斗智慧的总结，是中华民族仍然屹立、并将继续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法宝，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

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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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s and Choices of Commod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Concurrently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and Origin in Economic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Feng YanMing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based on the goals and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unified state management, decentralized farmer management, and commercial normative development; while in the west,
the purpose an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profit-making is the means of commercial development, the manor (capitalist)
decentralized operations, plundering the inner enclosure and conquering aggression externally through political alliances (states
and national alliances). The ideological premise of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is safe and easy, and the comm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state and the family. The ideological premise of western development is to be profitable and to
become wealthy by slave owners, aristocrats, and emerging bourgeois individuals. As a result, China’s economics is national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western economics is home finance and wealth-making. Therefore, it has brought about
different result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o
take the people-oriented, actively innovate and share the win-win road of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ommodity Economy；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New Development Concep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ople-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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